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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Han Chenghua* 

Abstract 
The present review article revolves around three different knowledge 

practices in the “social” realm of modern China: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systems and corresponding fields,” and “the practice and impact of knowledge in 
everyday life.” These three correspond to the fields of lexical and conceptual 
history,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ractices/control, respectively. By reviewing relevant important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aim is to delineat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urther consider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should one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hereby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realm as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in this way? 
Second,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n 
attempt is made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understandings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y connecting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s 
the core with relevant individual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in and outside academic fields in modern China. In fact, knowledge provides 
us with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actors and structures. Researchers 
should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erspectives of analyzing historical 
phenomena through the lens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simply considering 
knowledge as a transparent and neutral object, describing its content and concepts 
or exploring its connot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epen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knowledge” and to further consider the 
intertwin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realm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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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佛大學柯嘉豪（John H. Kieschnick）教授新近出版《中國佛教史

學》（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一書，嘗試呈現中國佛教史學的發展

與特色。在本書出版前，曹仕邦的《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是此領

域頗具代表性的著作，但討論範圍止於唐末五代。本書聚焦佛教文類體裁變

化，以此作為佛教史學的一種分期方式，並著重宋代以降的宗譜史，補充了曹

著未能深入處理的議題。1柯教授對中國佛教高僧傳記和佛教物質文化夙有研

究，本書則進一步探討古印度佛教觀念和中國史學傳統如何互動，形塑中國佛

教史學的面貌。全書除導論與結論外，共分六章。導論揭示在佛教傳入中國前，

中國史家早已形成一套書寫歷史的標準，再從「時間」、「經典」、「意圖」、

「技藝」等四個面向，說明中國佛教史學的特色，並將中國佛教史學體裁變化

區分為四個階段：傳記、宗譜史、通史，乃至佛教史學轉向現代學術。 

第一章考察佛教史家如何論證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的關係。為聯結中國與

印度，中國佛教史家致力考訂特定事件或預言中的「時間」要素，如考察佛陀

誕生的年代、老子化胡說，以及末世論等，作為年代分期的可能依據。此外，

佛教史家也運用世系建構過去，並展現對考證資料的熱忱。但面對不一致甚或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  曹仕邦的研究雖未及處理宋代以後，但已指出宗派史興起為日後發展的特點。參見曹仕邦，《中

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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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資料時，佛教史家往往將問題歸諸翻譯或抄寫失誤，更透過註解經典發

展出判教傳統，以解決經典中的矛盾。而佛教史家積極尋求資源、解釋不同資

料的行動，亦無意間促進中國佛教經典的形成。作者認為，佛教史家建立的印

度佛教史雖不可靠，但他們歷史書寫的創造性、深厚的學識，以及對時間、語

言、文化與地理上的不同體認，著實令人讚賞。 

第二章進一步說明中國佛教史家如何處理不一致的資料。傳統中國史學的

特色之一，是注重對資料的考證；在此影響下，中國佛教史家會採用註解，以

保留不同紀錄。佛教史家在汰選、剪裁資料時，常將資料錯誤歸於抄寫者或史

家的無心之過，或認為是源於這些人的偏見、不當引述。佛教史家雖大體上重

視考證，卻也不時因信仰之故，強調凸顯神異靈蹟等超自然力量，而忽略資料

方面的問題。到了宋代，這些現象因宗派論爭加劇而更加顯著，致使蒐羅和考

究資料成為反駁他人或美化特定僧伽的手段。但無論如何，正由於佛教史家熱

衷評析資料，而非僅止於訴說故事，其成果與宗教文學便有所區別。 

第三章討論佛教史學如何運用業報觀。傳統中國史學著重個人道德與價

值，佛教進入中國後，印度以業報詮釋過去的方式，也對中國產生影響。業報

聯繫個人命運、心智，決定回報的差異，也解釋事件的無常。作者指出，業報

觀有三個元素：因果關係、道德倫理與輪迴觀。中國史學本就注重因果，加上

很早便存在類似的思想（如道教的承負觀），使業報觀易為人接受。佛教史家

在文獻中尋找輪迴故事驗證業報、解釋歷史，不僅區分了佛教史學、官方史學

與傳說間的差別；他們以嚴格的學術標準檢驗故事，無形中也標準化了業報敘

事。不過，業報觀雖提供不同於司馬遷以來的歷史解釋方式，但中國傳統的死

後觀念並未完全消失，陰曹地府仍具有左右業報賞罰的權力。 

第四章闡述佛教史學如何使用預言。佛教的宗教預言，令佛教史學形成驗

證過去的「事後」（ex eventu）預言的書寫方式。作者歸納佛教史學中的預言

有三類，即預言（prophecy）、預兆（omen）與夢（dream）。預言與預兆在

印度與中國早已存在；佛教史學對二者的運用，同時呈現了印度與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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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作者指出，從七世紀開始，預兆成為中國高僧書寫的流行元素，如隨著

素食主義興起，吃素變成佛教傳記中常見的比喻。佛教討論到夢的經典雖不

多，但佛教史家仍會通過個別夢境，解釋特定的歷史發展。作者認為，這是因

中國政治文化中常見預言、預兆與夢，佛教史家對此並不陌生，故能利用這三

種元素撰寫歷史。此外，佛教史家也會基於特定意圖，利用預言處理時間，重

建有關印度的歷史。 

第五章由佛教宗派的分化著手，聚焦宗譜史的興起。從體裁來說，受中國

傳統史學影響，中國佛教史學很早便以「傳記」為主，後來才發展出編年史。

雖然中國史學很早就有宗譜的體裁，但這一向不是佛教史學的主流，直到禪宗

著重考察傳承世系，宗譜史才開始興盛，並刺激天臺宗以經典為據建立傳承系

譜。宗譜史的興起不只顯示體裁轉變，也蘊含內容、結構的變革，如聚焦師徒

對話、機緣問答，促成佛教公案形成，以及嘗試建構單一的傳承系譜，呈現宗

派的起源、發展與合法性。不同的宗譜史往往肇因於宗派論爭，也經常引發衝

突，但確實推動了宗派認同。要言之，宗譜史除為現代研究者呈現宗派論爭、

書寫目的等部分史實，亦展示了佛教這個大家庭的內在結構與秩序。 

第六章論述佛教史學受現代學術影響所產生的轉變。相較二十世紀學術界

利用新史料進行研究，佛教史家仍偏重以傳統資料與經典治史。釋太虛

（1890-1947）是近代僧伽中為回應現代化，較早涉入佛教史的學者。作者認

為，太虛的佛教史學在結構上納入世界史而有新面貌，但內容仍遵循古代佛教

史學敘事。太虛認為佛教史家治佛教史之目的，有自我修行之意。釋印順

（1906-2005）雖贊同太虛之見，但其佛教史學充滿懷疑主義，勇於批判，故

作者認為印順其實已受現代意識影響。之後釋東初（1908-1977）基於愛國與

反基督教立場的佛教史學，以及釋聖嚴（1931-2009）調和傳統與現代學術的

作風，皆呈現不同風格的佛教史學。作者的觀察是，1980 年代後，隨著佛教

僧伽史家普遍接受現代學術訓練，他們與學術界史家之鴻溝逐漸縮小。 

作者在結論中則再次以時間、經典、意圖、技藝等四個要素，檢視佛教史

學如何在與中國史學互動中，一方面發展出受中國史學影響的考證風格、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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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裁，另一方面仍積極將史學作為宗派論爭或自我修行之法。作者最後提醒，

佛教史學極富情感，對佛教史家而言，歷史書寫既提供見證高僧智慧與力量的

機會，也是佛教徒實踐作為佛教一分子的體現。 

總結全書貢獻與特色有四點。第一，透過全書的分析與論證，我們可以更

清楚理解作者歸納的中國佛教史學的特質。首先，中國佛教史學的時間，同時

包含佛教的宇宙觀與中國的政治時間。其次，佛教史學中的經典，強調道德化

敘事與因果關係。再者，佛教史學常存在道德教化、宗派論辯等特定目的。最

後，為了建構過去，佛教史學相當重視對資料的蒐集與考證。質言之，中國佛

教史學的特質在於它既吸取了中國史學的長處，同時又仍保有相當鮮明的佛教

元素。作者這番見解，確實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佛教史學的內涵。 

第二，作者探討宗譜史體裁的興起，除考慮宗派分化，還特別提出一個看

法：中國佛教史學是為了建立中國與印度的連結，解決資料中涉及的時間問

題，才透過實踐使世系傳承這一書寫方式為人所採納。因此，透過宗譜史建構

過去，不僅是佛教史家論爭的工具，無形中也奠定了中國佛教史學的範疇，畫

出與印度佛教的分野。如作者提到中國禪宗重建印度世系，一旦確立了宗譜，

其史學眼光就能鎖定中國，印度佛教的過往反而成為可以忽略的部分（頁

137）。是故，如宗譜史這樣的佛教史學體裁變化，一方面可視作中國佛教史

學分期轉折的指標，另一方面也扮演了連結與劃分、區分他者與自我的工具（如

中國—印度、禪宗—天臺）。 

第三，本書分析佛教史學著作中大量資料不一致的現象，還有考證故事不

連貫所呈現的意義時，頗能展現作者匠心獨運之處。如面對時間模糊、論述不

一致的印度資料時，佛教史家仍極力蒐集證據、給予解釋，尤其執著於考證佛

陀誕生的時間，作者對此解讀道，這是因為有儀式上的實際需求（頁 25-30）。

遇上因果報應關係不一致的情況時，作者則告訴讀者，佛教史家是如何運用業

報轉移、地府影響或起心動念等可能原因，來完善業報觀的歷史解釋（頁

101-103）。作者認為，佛教史家保留或選擇資料的背後，皆有其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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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作者認為，佛教史家保留或選擇資料的背後，皆有其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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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註解經典成為中國佛教史學突出的技藝（頁 46）；而對不同經典的解釋，

也逐漸奠定中國佛教經典的規模與範疇（頁 44、47）。據此，經典的註解與

分類既是佛教史學值得重視的特色，也顯現佛教史家如何運用材料，標誌出佛

教史學與佛教文學的差別。 

第四，本書嘗試釐清中國佛教史學中的印度與中國元素。佛教進入中國

前，中國史學雖已有一套規範，但來自印度的觀念與文化，對中國佛教史學書

寫仍甚具影響。如以業報觀解釋歷史，是來自印度的傳統；預言、預兆、夢等

史學書寫，則同時呈現兩個地區共有的預言文化。佛教史家受中國史學傳統影

響的部分，主要表現在致力考訂時間、蒐集與考證資料、多採「預敘法」

（prolepsis）等方面。由於印度的資料並不重視精確地記錄時間與事件內容，

故書中不斷呈現中國佛教史家如何辨證重要的佛教時間，並採用註解來保留各

種訊息。這些材料的累積與利用，不僅為日後宗派論爭提供豐富資源，也是佛

教史學發揮創造力之處。 

本書雖提出明確指標，有助於考察中國佛教史學階段性的變化，但也產生

可以進一步思考、探討的問題。首先，書中對中國佛教史學發展的分期，有部

分模糊之處。作者在導論中從體裁的變化，提出四個分期：五至十世紀傳記體、

七世紀宗譜史興起、十三世紀天臺宗發展出通史體裁，至二十世紀佛教史學受

現代論文書寫影響而學術化（頁 17-19）。但在結論裡，作者則再次檢視佛教

史學分期，將之區分為三階段：西元 500 至 1000 年為佛教入中國後對中國史

學的適應、1000 至 1900 年間為宗譜史的出現，1900 年至 2000 年為佛教史學

的現代化過程（頁 192-196）。二者內容雖大致相同，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天臺宗受禪宗刺激而發展出的通史體裁，在作者的佛教史學分期上，是否算是

一種體裁上的革新，還是仍可歸於宗譜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變化呢？ 

與分期相關的是，僧傳類著作是否能作為主要材料，代表中國佛教史學的

特色呢？作者明言他鎖定僧伽史家所撰的紀傳類史學論著，而排除自傳與地方

史等體裁，認為此二者應另外討論（頁 19）。此外，作者也以傳記衍生出的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20 期 

 -182- 

宗譜史，概括十世紀以後近九百年的佛教史學發展，似乎在這數百年歷史中，

佛教史學並沒有產生太多新的變化。但明代開始出現大量寺志、山志，2佛教

方志成為佛教史學的一種重要類型；而佛教方志中的人物傳記，除了是志書內

容的重要組成，亦經常反映特定宗派的傳承。3相較僧傳為主的宗譜史，佛教

方志的史學書寫納入了更精細的時空紀錄，更具體地呈現佛教的區域發展，並

成為研究者探尋法脈傳承的主要材料。4若作者聚焦僧傳是為了凸顯佛教史學

的特色，那將佛教方志納入討論，是否會影響我們對中國佛教史學特質的理解

呢？考察佛教方志，其實也可以發現方志作者對資料考證的重視、運用預言，

以及帶目的性之書寫等特質，顯示中國史學傳統的影響。5因此，明清時期的

佛教方志，乃至方志中的僧傳書寫，應如何嵌入作者提供的敘事，補充、甚至

修正對佛教史學特質的認識，仍有許多可討論的空間。 

最後，關於二十世紀佛教史學的現代化，還有若干值得細究之處。第一，

佛教史學現代化的標準究竟為何？作者認為，太虛的史學雖納入世界史的視

野，但他承襲傳統佛教史學的內容，以及著重綜合、簡化知識、忽略徵引與批

判資料的書寫方式，與現代化頗有扞格（頁 166-167）。但學界其實也有另一

種觀點，認為受五四以來啟蒙思想影響，以介紹新知、或系統性概論的方式來

闡述佛教歷史，可視作佛教史學的一種新發展，與本書所論恰成對比。6由此

可見，概論性的佛教史書寫是傳統遺緒，抑或是現代化表現，尚待澄清。第二，

作者認為印順雖曾受西方和日本學術影響，但與學術界史家互動不多。此點或

可再商榷。事實上，胡適（1891-1962）對禪宗史的討論，便曾於 1960 年代在

 
2  杜潔祥，〈近四十年來中國佛寺志彙編出版概說〉，《佛教圖書館館刊》，期 60（2015 年 12

月），頁 20。 
3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5-110。 
4  以闞正宗之研究為例，即運用寺志佐以僧人牌位等文物，追溯清代臺灣佛教的法脈傳承關係。

參見闞正宗，〈臺灣佛教寺志與佛教史—以《開元寺寺志》及宮廟志為例〉，《佛教圖書館

館刊》，期 60（2015 年 12 月），頁 71-80。 
5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112-113、243-247。 
6  龔隽，〈作為「知識」的近代中國佛學之書寫：以民國時期佛學概論和通史為例〉，收入賈晉

華編，《融合之迹：佛教與中國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7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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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譜史，概括十世紀以後近九百年的佛教史學發展，似乎在這數百年歷史中，

佛教史學並沒有產生太多新的變化。但明代開始出現大量寺志、山志，2佛教

方志成為佛教史學的一種重要類型；而佛教方志中的人物傳記，除了是志書內

容的重要組成，亦經常反映特定宗派的傳承。3相較僧傳為主的宗譜史，佛教

方志的史學書寫納入了更精細的時空紀錄，更具體地呈現佛教的區域發展，並

成為研究者探尋法脈傳承的主要材料。4若作者聚焦僧傳是為了凸顯佛教史學

的特色，那將佛教方志納入討論，是否會影響我們對中國佛教史學特質的理解

呢？考察佛教方志，其實也可以發現方志作者對資料考證的重視、運用預言，

以及帶目的性之書寫等特質，顯示中國史學傳統的影響。5因此，明清時期的

佛教方志，乃至方志中的僧傳書寫，應如何嵌入作者提供的敘事，補充、甚至

修正對佛教史學特質的認識，仍有許多可討論的空間。 

最後，關於二十世紀佛教史學的現代化，還有若干值得細究之處。第一，

佛教史學現代化的標準究竟為何？作者認為，太虛的史學雖納入世界史的視

野，但他承襲傳統佛教史學的內容，以及著重綜合、簡化知識、忽略徵引與批

判資料的書寫方式，與現代化頗有扞格（頁 166-167）。但學界其實也有另一

種觀點，認為受五四以來啟蒙思想影響，以介紹新知、或系統性概論的方式來

闡述佛教歷史，可視作佛教史學的一種新發展，與本書所論恰成對比。6由此

可見，概論性的佛教史書寫是傳統遺緒，抑或是現代化表現，尚待澄清。第二，

作者認為印順雖曾受西方和日本學術影響，但與學術界史家互動不多。此點或

可再商榷。事實上，胡適（1891-1962）對禪宗史的討論，便曾於 1960 年代在

 
2  杜潔祥，〈近四十年來中國佛寺志彙編出版概說〉，《佛教圖書館館刊》，期 60（2015 年 12

月），頁 20。 
3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5-110。 
4  以闞正宗之研究為例，即運用寺志佐以僧人牌位等文物，追溯清代臺灣佛教的法脈傳承關係。

參見闞正宗，〈臺灣佛教寺志與佛教史—以《開元寺寺志》及宮廟志為例〉，《佛教圖書館

館刊》，期 60（2015 年 12 月），頁 71-80。 
5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112-113、243-247。 
6  龔隽，〈作為「知識」的近代中國佛學之書寫：以民國時期佛學概論和通史為例〉，收入賈晉

華編，《融合之迹：佛教與中國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7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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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界引發激烈論戰。印順研究禪宗史，可視為對胡適以來學術論戰的回

應，也運用了胡適對新史料的研究。7第三，作者似乎認為現代學術訓練造成

學術界與僧伽史家隔閡，而這種情況在 1980 年代後因不少僧伽取得博士學位

而改善。但在這問題上，作者僅用了一個段落陳述其見解（頁 191），也未見

徵引證據或研究成果。事實上，僧伽接受學術訓練，是否必然代表他們與學術

界的隔閡減少，恐不無疑問。以臺灣為例，佛學院長期為體制外教育，雖有博

士僧伽加入，但其運作仍自成一格。直至 1997 年《私立學校法》修改後，佛

教團體得以正式成立大學，佛教教育才朝向學術化發展。不過，佛教教育學術

化，也引發佛教界內部對教育路線的檢討。有學者便認為，不少強調修行的僧

伽教育機構，其實反映佛教內部對佛教教育學術化的一種反彈。因此，如何定

調學術界與僧伽史家的「隔閡」，以及二者在 1980 年代以後的互動，仍有許

多待發之覆，未必盡如作者所論。8 

本書篇幅不大，對材料與議題也非一網打盡。但全書環繞體裁變化，考察

中國佛教史學的基本特質，由宏觀視角帶領讀者梳理千年來中國佛教史學建

構、轉變的過程，眼光敏銳且富洞見。正如作者所言，掌握中國佛教史學的特

質，有助我們進一步反思中國史學的主流書寫，也能促進學界對宗教書寫的認

識。在數位時代的今天，在研究者面對數位化浪潮時，回首、解析中國佛教史

學的今昔，相信也能為我們提供寶貴資源，幫助我們思考、回應歷史學所面臨

的諸般挑戰。 

 

 
7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441-447。 
8  周玉茹，《台灣佛教的僧伽教育—以佛學院為中心》（臺中：太平慈光寺，2013），頁 324-326、

350-353、445-448。 




